
从“格义”到“正名”
———翻译传播中华文化的必要一环

　① 潘文国

　 　 摘　 要：在跨文化传播和翻译中，“格义”是不可避免的过程。“格义”之后，需要做的是“正名”，这是纠正
“格义”之弊，准确进行文化传播的重要一环。所谓“正名”，就是在系统论思想的观照下，重新审视中华文化

的译传历史，对重要的文化术语及其译名进行重新审查和厘定。中华文化传译已经经过了几百年，在取得很

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受到历史的局限，在译名中有许多适应西方文化的“格义”之处，

影响了中国文化的传播及其效果。当前中华文化的传播正搭上了发展快车道，越来越多的中国译者也走上了

中译外的道路。在这情况下，更需要认真对待“正名”问题。文章对“正名”的重要性、当前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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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对中华文化的传播来说将会是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十年。随着世界历史上数
百年一遇的“大变局”的到来，古老中国正以不可阻挡之势重新崛起。中国的国际影响在不断扩大，中

国正在重新审视她在世界上的地位及对世界历史发展应尽的道义。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正面临着从某

种意义上来说的“第二次出发”。

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并不始于今日，早在汉唐宋元甚至更早时期其影响已经远播到海外。但那是

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直接辐射，文化典籍也是以原本形式传到海外，甚至形成了东亚的汉字文化圈，使东

亚以及东南亚地区能以汉字为媒介直接吸收中华文化。这里讲的传播指的是以翻译为媒介的跨文化、

跨语言传播，由于跨越了语言，其影响所达之处更为遥远。而所谓“第二次出发”是相对于第一次出发

而言的。第一次出发始于 ４００多年前的明末清初，中国文化西传的主体是传教士和西方汉学家，这一情
况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从辜鸿铭和林语堂等开始，中国文化西传才陆续有中国学者的参与，但很长时

间里以活跃在海外高校的华裔学者为主体。上世纪 ９０年代开始，大陆的学者也开始对中华文化外译产
生了兴趣，其标志性的成就，是《大中华文库》的出版。然而从实际效果来看，《文库》的目标读者仿佛并

不是外国人，而是在中国学习英语的中国人，因此它还不能说是真正的中华文化传译，只能说是为这一

活动练兵，为“第二次出发”积聚经验和锻炼人才。只有伴随着历史发展“大变局”的到来，“第二次出

发”才会真正到来。相对于“第一次出发”，“第二次出发”有两个特点：一是世界人民了解和接受中国文

化将会更自觉、更主动，其中包括将会有更多的海外学者、翻译家参与到翻译和介绍中国文化的工作中来。

二是在国内，中国人会以更加主动积极的态度对待翻译传播中华文化，将之视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组

成部分。与此同时，翻译将会由以往的“译入”为主、甚至“译入”一枝独秀的状态变为“译出”为主，至少会

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对于“译出”的讨论和相关理论的建设将在翻译界引起越来越多的重视。

从“第一次出发”到“第二次出发”，我们要做的第一步工作是什么？我认为是“正名”。

“正名”的概念是孔子提出来的。见于《论语·子路》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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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

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

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

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这段对话非常生动，师生二人神态毕现，栩栩如生。子路有点冒失，而孔子非常认真，他把“正

名”看作是管理好国家的大前提。为什么要“正名”？因为在孔子看来，当时社会已处于“礼崩乐坏”

的状态。而“礼崩乐坏”的根源就在于“名不正”，所谓“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觚不觚”，

等等。因此要以“正名”为手段，重新认识周初制定的礼制。只有“名”正了，各项具体措施才能行之

有效地执行。我们借用孔子这段话，是想说明“正名”在今天翻译传播中华文化中的重要性。这里的

“名”，首先指的是“中华文化关键术语”，扩大来说指整个中华文化的体系。所谓“正名”，就是重新

审视几百年来中华文化，特别是关键术语的翻译，看是否传达了其真正的内涵，或者说，是否反映

了中华文化及其体系的真实面貌。说到底，体系是由术语组成的，术语的理解和翻译，对形成中华

文化的整体和局部形象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从某种角度看，译名的处理是否得当就是话语权。

这对于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此，“第二次出发”，必须把“正名”放在首要

地位。

“正名”的哲学背景是语言世界观理论。老子《道德经》第一章的开头三句是：“道可道，非常道。名

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一般人较多关注的是第一句，其实第二、第三两句特别

值得关注。１９世纪德国语言哲学家洪堡特创立了“语言世界观”学说，而比他早两千多年的老子的话里
已经体现了语言世界观学说的内核，可以说是这一理论的最早表述。第三句“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

之母”，说的是人通过命名去认识世界。在没有名称之前，世界是混沌的一片，有了名称之后，才有了色

彩缤纷的世界。因而，我们所认识的世界其实是语言的世界。第二句“名可名，非常名”更重要，说明了

语言认识世界的局限性和相对性。与“道”可分为“可道之道”与“常道”一样，“名”也可分为“可名之

名”与“常名”。“常名”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名称，但“不可名”；“可名之名”却不是“常名”，亦即反映

不了事物本质属性。举个常见的例子，英语叫做 ｐｏｔａｔｏ 的东西，中文有“土豆、洋山芋、洋番薯、马铃薯”
等许多名称，但它们只是从不同的角度，用某种在认知语言学里叫做“隐喻”的方式，通过相似的另一种

事物，如“豆、芋、薯”等来帮助我们认识这个东西，却并没有反映其本质；法国人把它叫做 ｐｏｍｍｅ ｄｅ ｔｅｒｒｅ
（土苹果），也只是另一种隐喻；英语的 ｐｏｔａｔｏ，据说来自西班牙语，是纯粹的声音，这些都不反映其本质。
我们如果熟悉 ｐｏｔａｔｏ，也许能感受到它的本质，但没法用一个名称说出来，因此是“不可名”的。我们所
知道的这些命名都只是从不同角度反映对世界的认识，因此语言具有相对性。把二、三两句的内容合起

来，就是语言世界观理论的雏形。从这个理论看文化，可知文化也是相对的，是不同语言认知和表述世

界的结果，因此不同的文化之间也存在着相对性，甚至有不可通约性。翻译作为跨语言、跨文化的活动，

就是要在各种相对的甚至不可通约的文化之间实现彼此理解，在这过程中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从自己

的语言、文化出发去看别人的语言、文化，作出自以为是的解释。“正名”，就是要纠正这一由于语言世

界观带来的偏见或曲解，真正弄清某些词语在其自身文化语境下的真实含义，并用另一种语言尽可能正

确地表达出来。

所谓“从自己的语言文化出发去看别人的语言文化”，有一个专门的说法，叫“格义”。因此，从跨文

化交际的角度看，“正名”所针对的正是“格义”，是对“格义”的补救、升华和超越。

“格义”一词最早出现在梁代释慧皎编的《高僧传》卷四“高邑竺法雅”的一段：

时依雅门徒，并世典有功，未善佛理。雅乃与康法朗等，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

之“格义”。及毗浮昙相等亦辩格义，以训门徒。

“格义”一开始并没引起人们注意，直到上世纪陈寅恪先生从中外文化交流的角度把它揭示出来，才为

我们所熟知。“格义”就是在佛经引进之初，为了便于人们的理解，采用本土文化（“外书”）中的类似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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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去比附。例如，用道家的“无”去比附佛家的“空”，用儒家的“五常”去比附佛家的“五禁”等。①现在许

多人认为“格义”只发生在佛教传入初期，已经批判过了，现在跨文化交际研究得这么好，不会再有人用

这可笑的方法了。其实不然。这里我们想在陈寅恪先生的基础上往前再走一步，提出两条补充意见：第

一，“格义”不是局部的、偶尔的、临时的现象，而是跨文化交流的普遍现象，不但佛经翻译时有“格义”，

今天也有；不但中国有，外国也有。第二，“格义”现象在两种文化交流之初，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而

且对于文化传播具有积极的意义。如果没有格义，语言文化的壁垒只会造成两种后果，要么就是交际中

断（如主张无父无君的印度佛教根本不可能在中国生存发展），要么就是强势一方对弱势一方的彻底殖

民（如近代西方殖民主义者对美洲、非洲等所为）。正是“格义”使佛教得以在中国落地生根，而且最后

发展出中国式的佛学———禅宗。在这两条认识基础上，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也才能

真正理解一百多年来西学东渐的种种现象。例如《马氏文通》这本书，前人批评它是模仿，其实不仅仅

是模仿，而是“格义”。因为它的编著方针是“因西文已有之规矩，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证繁

引，以确知华文义例之所在”。②这就是一部“格义”的著作。我们现在一些套用西方理论、解释中文现象

的所谓“研究”，其实也是在“格义”。我们批评《马氏文通》，也批评类似的研究，但不宜彻底否定。为什

么？因为在引进之初，在还没有吃透外来理论价值的时候，“格义”式的研究是难以避免的。但是我们

又不能永远停留在“格义”的阶段。到了一定的时期，就必须有所突破，才能最终超越。这才是跨文化

交流的真正之道。怎么突破？第一步就是“正名”。几年前我提倡哲学语言学，主张以哲学的方法对语

言和语言学的概念术语进行重新审查和思考，本质上就是一种“正名”的主张。

“格义”不仅存在于西学东渐和西方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中，也存在于中学西渐、中国文化的对外传

播上。中籍外译大体始于明末传教士，四百多年来始终以西方人为主体。由于中华文化对于西方基督

教文化来说是格格不入的异质，外国人在翻译中国文化时也不可避免出现“格义”的现象，不少人会有

意无意地将西方文化、西方的价值观、宗教观灌输在他们翻译的作品里。例如 １９ 世纪伟大的汉学家、
《中国经典》的翻译者理雅各就毫不掩饰他的基督教立场。即使是非宗教人士也会抱着欧洲中心主义

的眼光，居高临下地看待和翻译中国文化。甚至中国学者自身在翻译时也会有意无意地迎合西方读者，

用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进行“格义”，例如前人对辜鸿铭《论语》《中庸》译本的一些批评。这个情况直到

现在可以说并无太大改观。上世纪 ９０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学者开始从事古籍英译的人多起来了，但他们
在翻译时师法的范本还是前代汉学家的名作。主要表现为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基本上原封不动地接受

西方学者给出的译名，而那些译名往往是在“格义”背景下创造的。典型的例子如把孔子的“仁”译成基

督教色彩浓厚的 ｂｅｎｅｖｏｌｅｎｃｅ等。由于习惯，对这一些词我们已经“百姓日用而不知”了。因此说这五百
年来的中籍外译尽管取得了不少成就，但由于其所处的历史背景，即基本上是西强中弱、中华文化对西

方来说是一种异域的他者，翻译从根本上来说是要证明西方的先进与优越。在这样的背景下，说其基本

处在有意无意的“格义”阶段，大概并不是危言耸听。

这个情况已经引起了当代汉学家的注意，从上世纪 ９０ 年代起，也就是我们国内开始有更多的人在
西方早期范本的指导下投身典籍英译的时候，西方汉学家中出现了一股反思的潮流，主张在翻译中国典

籍时要摒弃“欧洲中心观”，转而采用“中国中心观”，即“用孔子自己的话来阐明他自己的思想”。牛津

大学汉学家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Ｄａｗｓｏｎ说：
Ａｌｌ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ｃａｒｒｙ ａｒｏｕｎｄ ａ ｈｅａｖｙ ｂａｇｇａｇｅ ｏｆ ｐｒ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ｗｈｉｃｈ ｄｅｒｉｖｅ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ｌｙ ｆｒｏｍ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ｂｅｌｉｅｆｓ．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ｐｈｅｒｅ ｗｈｉｃｈ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ｓｈａｒｅ
ｔｈｅｓｅ ｐｒｅｊｕｄ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ｆｒｏｍ ａ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ｗｈｏｓｅ ｖｅｒｙ ｎａｔｕｒｅ ｍａｙ ｔｏ ｓｏｍｅ ｅｘｔｅｎｔ ｉｍｐｏｓｅ ｉｔｓ ｏｗｎ ｗｏｒｌｄｖｉｅｗ ｗ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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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支愍度学说考》，载于《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３３年，２００９年第二版，第 １５５—１８７页；
潘文国：《佛经翻译史三题：读陈寅恪〈金明馆丛稿〉札记》，《外语与翻译》２０１５年第 １期。

马建忠：《马氏文通·后序》，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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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译：英语译者在翻译之前头脑里就有来自西方哲学和宗教信仰的一堆先入为主的概念，面对

与这些概念没有关系的文化以及多少反映不同世界观的语言时，我们的做法却是死死捆绑在这些

西方传统的术语上。

这段话清楚不过地指出了西方人翻译中国文化时采取“格义”方法的事实和原因。夏威夷大学的

安乐哲和罗思文两位教授先后推出了《论语》（１９９８）和《孝经》（２００９）两部新的译本。在前一本书里他
们谈到了“格义”方法对中学西传带来的消极影响：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ｓ，ｈｏｗｅｖｅｒ，ｃａｎｎｏｔ ｅｖａｄｅ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ｉｓ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ｆｏｒ 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 ｌａｒ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ｋｅｙ ｔｅｒｍｓ ｔｈａｔ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
ｐｈｙ，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ｅｘｔｓ ｓｅｅｍ ｔｏ ｂｅ ｌｉｔｔｌｅ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ｖｅｒｙ ｎａｉｖ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ｗｈａｔ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ｔｈｉｎｋｅｒ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ｉｎｇ ｄｏ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ｖｅ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 Ｔｈｕｓ，ｂｅｃａｕｓｅ ｍｏｓｔ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ｓ ｈａｖｅ ｅｖｅｎ
ｔｕａｌｌｙ ｎｏｔ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ａ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ｍａｄｅ ｌｉｔｔｌ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ｉｎ
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Ｓｉｍｐｌｙ ｐｕｔ，ｏｕｒ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ｕｎ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ｆｏｒｍｕｌａ ｆｏｒ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ｉｓ ｆｒｅｉｇｈ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ｎｏ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②

试译：翻译家们难逃其责，因为他们在翻译中大量使用西方哲学史上的关键术语，结果使中国

人的书读起来就像 ２５００年来西方思想家著作的儿童版。其后果是多半西方哲学家认为中国那些
传统根本算不上是“哲学”，由此可见，这样的翻译对向西译介中国思想的贡献实际是零。……简

单说吧，我们不加甄别、随手用来翻译中国哲学核心概念的这套术语，所传递的其实并非中国哲学。

接着他们列举了二十多个这样的词汇，例如：天 Ｈｅａｖｅｎ、有 ／无 Ｂｅｉｎｇ ／ Ｎｏｎｂｅｉｎｇ、道 ｔｈｅ Ｗａｙ、仁 ｂｅ
ｎｅｖｏｌｅｎｃｅ、气 ｐｒｉｍａｌ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礼 ｒｉｔｕａｌ、义 ｒｉｇｈｔｅｏｕｓｎｅｓｓ、命 ｆａｔｅ ｏｒ Ｆａｔｅ、罪 ｓｉｎ、无为 ｄｏｉｎｇ ｎｏｔｈｉｎｇ等，这些
我们习见的“规范”术语翻译，在他们看来所谈的都不是真正的中国哲学，这对我们应该是个警示。

在后一本书中他们更把这一认识推向整体中国文化，指出：

Ｉｎ ｏｕｒ ｐｒｉｏｒ ｗｏｒｋ ｗｅ ｈａｖｅ ａｒｇｕｅｄ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ｌｙ ｆｏｒ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ｏｓ
ｍｏｌｏｇｙ ａｓｅｎｔａｉｌｉｎｇ ｂｏｔｈ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 ｗｅ ｂｅｌｉｅｖｅ ｔｈａｔ ｓｕｃｈ ａ ｗａｙ ｏｆ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ｉｖｉｎｇ ｈａｓ
ｓｈａｐｅｄ ｔｈｅ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ｋｅｙ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③

试译：我们以前在书中一直主张对中国的自然宇宙观要有一个总体认识，它强调“不变”和

“变”，我们相信这种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影响了中文的语法和哲学关键词。

请注意他们两本书的书名：Ｔｈｅ Ａｎａｌ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Ａ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Ｒｅｖｅｒｅｎｃｅ：Ａ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Ｘｉａｏｊｉｎｇ。两处他们都用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有
人译成“哲学翻译”，意思有点含糊，实际意义应该是“哲学式翻译”或“研究性翻译”，其意图或许跟我主

张的“哲学语言学”一样，不是想建立一门学科，而是在谈研究方法论，是以哲学的态度对关键术语进行

思索和翻译，也就是“正名”。而这两本书的最大特色就是在名称的重译上。例如把“孝”译成 ｆａｍｉｌｙ
ｒｅｖｅｒｅｎｃｅ而不是 ｆｉｌｉａｌ ｐｉｅｔｙ，“仁”更是译成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ｔｉｖｅ 而不是 ｂｅｎｅｖｏｌｅｎｔ，这些翻译是否反映了相关术
语的真实含义是可以讨论的，但对于以前的翻译来说，却都是具有颠覆性的意义。

安乐哲们以他们的实践揭开了典籍外译中“正名”阶段到来的序幕。但这场大戏的主角应该是中

国的翻译家。因为我们的人数最多，推广、传播中华文化最热心、最积极，很多人更有着强烈的历史使命

感。而且从理论上来说，我们对自身文化的阐释应该最有发言权。但是毋庸讳言，要这样做，我们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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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很大的困难。

最大的困难在于，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西化洗礼，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已经陌生了。本来，中西文化

属于两个典型的不同体系，各有自己的话语系统。然而，随着一个多世纪来一浪高过一浪的“西化”潮，

特别是经过胡适等人提倡的“整理国故”运动，中国学术经历了全套的西式改造，已经变得相当“西化”

了。所谓“整理国故”，就是用西方的学科体系来改造中国传统的学术体系，建立一门门仿照西方的“学

科”。西方的学科，如哲学、历史学、文学、社会学、语言学等等，在中国一一找到了对应物。而每个学科

内部的体系、关键的术语、常用的理论，乃至学术争论的焦点，也基本都是来自西方的。以致到现在，就

好像我们习惯了穿西装而看不惯宽袖大袍一样，离开西方学术架构，我们已经不知道如何去看中国文化

了。上面提到由于“格义”式的翻译，中国典籍在西方人看来就像西方哲学著作的儿童版，这其实已经

反映在我们自己的哲学史上。试打开任何一本所谓“中国哲学史”著作，老子是“朴素的辩证法”，王充

是“朴素的唯物主义”。什么叫“朴素”？朴素就是原始、就是幼稚，２５００年前的老子只是 ２５００年后的黑
格尔的幼稚版？还有，提到庄子，帽子有一大堆，“唯心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厌世主义、悲观主

义”，都是从西方哲学史上抄来的术语。而对于我们自身的学术传统及学科架构，从西汉刘向的《七略》

到清代《四库全书》的“四部”体系，我们很多人甚至比外国汉学家还要陌生。不但陌生，而且还感受不

到其中的意义，甚至觉得麻烦。比方说“哲学”多干脆，可要到古代找哲学著作，却既在“经”部，又在

“子”部，甚至还在“集”部（例如扬雄、韩愈、张縂、朱熹等的文集）。讨论“文学”，固然大多在“集”部，但

“经”部、“子”部、“史”部里都有。而传统的学科要跟西方接轨就更麻烦。如“训诂之学”，今天要分别

属于词汇学、语义学、修辞学、风格学、语法学、语源学，当然还有语用学。似乎今天西方语言学每产生一

个新分支，我们总能在训诂学里找到相应的内容。但完整的训诂学应该是什么面貌，我们已说不清了。

我们自己不懂，就更不知道如何翻译。对于前人的翻译成果，我们也没有能力去辨别它到底是不是“格

义”的结果，当然就无法去“正名”了。比如前面安乐哲批评的某些术语翻译，我们也许会感到新奇，但

恐怕也很难进行有意义的批评。

再举两个目前还没有人（包括安乐哲）提过的例子，我认为是“格义”。一个是汉字的“字”翻成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一个是阴阳五行的“行”译成 ｅｌｅｍｅｎｔ。为什么说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是格义？因为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的意义是不
可分割的图形，西文中一个字母叫 ｌｅｔｔｅｒ，也叫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在早期西方人看来，每个汉字就像一个图形，因
此译成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我们不要小看这个误译，很多重大问题比如“汉字落后论”，归根到底就是从
这里来的。试想，学习西方一种语言只要学会二三十个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加上各种变化也才几十个；如果汉字
相当于字母，学习汉语却要记住几千个、甚至几万个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这种文字还不落后吗？这个译法掩盖了
汉字的最大特点也是优点，即可分析性。而这正是汉字科学性、系统性、实用性的基础，使得汉语文字学

能够成为一门独立的语言学学科。汉字分析的第一步是可以分析成“独体字”和“合体字”，“独体为文，

合体为字”，“文”也是“字”。如果把“字”译成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那“文”怎么译？中国语言史上最有名的著作
《说文解字》的书名怎么翻译？恐怕除了音译成 Ｓｈｕｏ Ｗｅｎ Ｊｉｅ Ｚｉ别无他法。

“五行”翻译为 ｆｉｖ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这也是用西方文化对中华文化“格义”的结果。其原因是因为西方人
熟悉产生于印度、又从印度传到希腊的“四大元素”———风火水土。看到“五行”木火土金水里有三个跟

其相同，于是就想当然地进行了类推比附。但这一“格义”的结果完全无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把它变

成了“西方哲学的儿童版”。事实上“五行”和“四大”体现了中西两种哲学的根本区别。前者是动态的

而后者是静态的。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易”也好，“道”也好，“阴阳五行”也好，都是动态的。西方的

原子论却是静态的。动态哲学强调“生成”，静态哲学强调“分析”。譬如语言学，中国从字开始，“因字

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西方却从句开始，一步步往下细分。“五行”在中国文化中的最大意

义在于它的运动性、它的相生相克规律。如果成了孤立的 ｅｌｅｍｅｎｔ，就没有什么意义了。罗思文和安乐
哲认识到中国文化的根本特性是“不变”和“变”，就是看到了它的动态性，认为这一特性还影响到了汉

语组织方式。这是很有见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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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是两个具体例子。其实从更宏观的层面上看，中华文化的整体架构也在面临着被格义的结果。

体现中华文化总体学术的是从《隋书·经籍志》开始确立的“四部”即“经史子集”架构。“经史子集”怎

么翻？我见到最多的是译成“ｃｌａｓｓｉｃｓ，ｈｉｓｔｏｒ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或 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ｙ）”。放到西方的语境下
看，这四类不正等于西方的“文、史、哲”加上“古典学”（西方人从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更多地联想起的恐怕还是希腊
罗马的“古典”）？这样当然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中国学术纳入西方文化的体系，但从一开始就显现中华

文化的“浅近”和“不足”。这一事实更说明了“正名”的必要性和困难性。

那么，怎么做好“正名”呢？我认为，有两条是必须的：

第一，要加强对中华文化本身的学习与研究，真正理解中华文化的精髓。前面说，我们有比外国人

更能理解中华文化的条件，这是由于我们的文化基因和我们的语言背景。但实际上，由于长达一个多世

纪的自我放逐，我们离了解真正的传统文化已经很远，学习外语的人尤其如此。整个社会、尤其是有志

于从事中华文化外译者必须要切实地补好这一课。

第二，一定要把它当作一个系统工程去进行。翻译一种异文化，通常是从局部、具体、个别的作品着

手的，只有到了一定时期才会有比较宏观的统盘考虑。汉唐翻译佛经是这么一个过程，明末以来引进西

方文化也是这么一个过程。中国文化译介到海外，除了理雅各整体翻译了《四书五经》之外，总体也是

这么一个过程。但现在既由我们自己来做这么一个工作，就有可能从一开始进行整体的考虑。具体来

说，可以从四部目录开始，从总体上先弄清中国文化的架构。然后分门别类（与西方的“学科”可能合，

可能不合）对关键术语进行梳理，搜集、比较现有的译本，分工合作、集思广益，既从大处着眼，又从各个

局部、各个细节着手，来逐步完善这一工作。

而从译名处理的具体技术层面上，我想提出两点具体建议。

第一，一定要有全局观。由于语言和文化的体系性，一个词、一个术语的翻译往往会“牵一发而动

全身”。严复说：“一名之立，旬日踟蹰。”外语译成中文时是如此，中文译成外文时更是如此。洪堡特

说，除借词以外，语言中每个词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它的背后是整个语言。我们接触到的可能只是个别

词语，但背后涉及的可能是个体系。例如宋词的“词”怎么译？现在通常是两个译法，音译 ｃｉ 或者意译
ｌｙｒｉｃ。也有两者加在一起，ｃｉ ｐｏｅｍ 或 ｃｉ ｌｙｒｉｃ。但 ｃｉ 不提供任何信息，ｌｙｒｉｃ 怕会引起误导。就“词”译
“词”，也许任务完成了，但放到系统里，就有问题了。Ｌｙｒｉｃ 一词在英文语境里对应的词是 ｅｐｉｃ；而在中
文里一般译为“抒情诗”，所对应的是“叙事诗”；而“词”本来是相对于唐代的“诗”的。译成 ｌｙｒｉｃ，在英
汉语的读者头脑里都引不起“这是有别于‘诗’的一种新诗体”的想象。因此，在翻译“词”的时候，脑子

里应该有“诗、曲”等整个中国诗体体系。

第二，慎用音译，敢创新词。由于中西文化属于完全不同的体系，西学东渐的结果是西方的事物在

中国大多有了中国版，新词新语大量增加。来而不往非礼也，中华文化传译中此有彼无的事物、概念非

常普遍。除了赋旧词以新义这一容易坠入“格义”陷阱的手段外，创造新词是不可避免的。创造新词有

两个途径：音译和造译。音译不附载任何信息，对读者来说等于不译。有人津津乐道于汉语的 ｊｉａｏｚｉ 已
被英语接受，但要是我们在西方开一家餐馆卖点心，上面写满了 ｊｉａｏｚｉ，ｂａｏｚｉ，ｍａｎｔｏｕ，ｓｈａｏｍａｉ，ｙｏｕｔｉａｏ
之类，我们自己也会感到不好意思吧？音译是不得已的最后一招，或者某词语的功能信息要大于意义信

息。譬如地名中的专名部分，尽管取名时大多有意义，但翻译时绝大多数采用音译，因为这时的地名信

息意义要大大压倒其本身的字义。而在本身有意义信息需要传递时就不太合适。造译是创造新词。中

国人使用中文胆大包天，但使用外文往往过于谨慎。在英译中时可以肆无忌惮地造新词、用新句式，但

在中译英时几乎不敢创造新词，没有对应词就用解释法，实在不行就用汉语拼音。其实创造新词是英语

发展的常态，英美的报纸上几乎天天在造新词。许多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写作者也经常造新词，特别是

从事理论构建和跨文化交流活动的人，譬如语言学家。我们熟悉的叶斯柏森、乔姆斯基、韩礼德等的书

里充满了他们自创的名词术语，因为他们感到旧有的术语不能表达他们的确切想法。这对我们应该有

启发。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是如此不同，在交流中为什么不能创造新词呢？那么，什么样的词能深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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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甚至变成有关语言的组成部分呢？无疑是利用目的语构词法创造的新词。音译可以有，实际上也已

经有了不少，如 ｊｉａｏｚｉ、ｂａｏｚｉ、ｄａｍａ等，但利用英语构词法创造的新词如 ｇｅｉｌｉｖａｂｌｅ（给力）、Ｎｏ Ｚ ｔｕｒｎ（不折
腾）等肯定更容易记住。造新词主要采用合成法，这样在成系列的术语里还容易通过词形建立一定的

联系，更便于理解和传播。

本文提出了一个新观点，即“格义”是两种异质文化初接触的常态，具有跨文化交际的普遍意义。

“格义”之后的必要途径是“正名”，从各自文化本身来认识其名称术语的真正含义，并努力在翻译中体

现出来。中华文化对外传译正处在“第二次出发”的大好时机，走好这条路要从“正名”开始。

那么，“正名”之后怎么办？其实前人已有过两种答案。一种是陈寅恪提出的，他从佛藏中找了“融

通”一词，例子是“北宋以后援儒入释之理学”。但他认为这不过是“格义”的升级版。真正的高级版应

该是：“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

之地位。”①亦即将两者完美地结合起来。另一种是徐光启提出的“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

翻译”。②即在正确的翻译（“正名”）之后，还要经过“会通”和“超胜”两个阶段，最高阶段是“超胜”。其

实“会通”就是“融通”，真正的高级阶段应该是“超胜”，超越引进的文化。徐光启是在西学东渐时说这

番话的，他的希望是在翻译、会通西方的历书之学后能超胜之。而今天的东学西渐也应该如此，经过

“格义”和“正名”，真正的中华文化价值传到西方之后，也应该通过“会通”最后“超胜”中华传统文化。

东西方民族共同努力，将来必将形成的是同时超胜东、西方传统文化的人类新文化。我们正在为这一远

大目标作奠基性的工作，可说是利在当代，功在后世。

（责任编辑　 胡范铸　 周　 萍）

７４１

潘文国：从“格义”到“正名”

①

②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载于《金明馆丛稿二编》，１９３４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９年第二
版，第 ２８４页。

徐光启：《书总目》，载于《新法算书》，卷一，《四库全书》电子影印版，１６３１年，第 １６页左。


